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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特色与中原流变：辽代筝乐器研究

周桐舟

［摘  要］筝作为中国古老的弹拨乐器，早在战国时期已盛行于秦地，至汉唐时期更因弦数增多与装饰

工艺的精进而步入繁荣阶段。进入辽代，筝的形制在继承前代“平直”“修长”特征的基础

上，发展出新型“弧形筝”。此类乐器在保持整体修长的同时，两端微微下垂，形成优美弧

线，标志着古筝造型由传统平直形态向弧形外观的过渡，体现了辽代乐器在形制上的创新。

与此同时，筝在辽代的应用场合亦发生显著变化：其功能逐渐从宫廷扩展至民间，演奏形式

更为自由多样，娱乐性日益增强。这一转变与契丹民族开放、质朴的文化特质及崇尚自然、

重视实用的审美倾向密切相关，既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交融，也展现出乐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功

能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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筝作为历史悠久的弹拨乐器，在历代文献中

不乏记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筝不仅未曾湮

没于时代洪流，反而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它自

民间步入宫廷，又从宫廷播散回至民间；其演奏

形式由伴奏扩展至合奏与独奏。目前，学术界围

绕筝的形制、流派及演奏技法等积累了丰富成果，

其中形制研究多聚焦制作材料、尺寸与弦数演变。

如金建民《古代的筝》对历代筝的弦数进行了系

统论述；周纪来《中国筝形制通考》分上古、中

古、近古及现代四大阶段，详细梳理了筝的形制

变迁；刘夏的《古代筝形制研究》结合出土实物、

文献与图像材料，对古代筝的形制进行了进一步

梳理。这些研究成果表明，筝在发展过程中弦数

逐渐增多（从五弦至十二、十三乃至十五弦），筝

体渐厚，尾部出现下垂趋势。杨娜妮在《对契丹

筝的初步考察—契丹与中原筝的比较及思考》一

文中，通过对比契丹与中原弹筝图像，认为元筝

为契丹筝的延续。

然而，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对唐、宋、元三代

筝的研究，对辽代筝的关注仍显不足，存在明显

研究空白。有鉴于此，本文拟依托文献与考古材

料，尝试对辽代筝的形制特征与演奏方式作初步

探讨。

一、辽以前筝的形制演变

中国古代乐器体系丰富多元，部分乐器历经

演变而日趋完善，亦有部分湮没于历史长河。筝

作为古老的弹拨乐器，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形制发

展与流变。早在先秦时期，筝已出现并广泛流传；

至辽代，筝的应用更为普遍，形制与演奏方式也

产生显著变化。基于文献梳理，笔者将辽以前筝

的发展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先秦时期”与“两

汉至隋唐时期”。

作者简介：周桐舟，朝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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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出土的筝主要有江西贵溪仙水岩二

号、三号崖墓十三弦筝和江苏吴县长桥战国墓十

二弦筝。

1. 贵溪仙水岩二号崖墓筝

贵溪仙水岩二号崖墓筝发掘于 1979年，制作

材料为梓木，整体呈长条形状；通长 167. 3cm、

中部宽 16. 5cm、尾部 18. 2cm，音箱长 134. 0cm、

首宽 10. 8cm、深 1. 5cm、尾宽 12. 0cm、深 1. 9cm。

筝首平直有两排弦孔交叉分布，里排 7孔，外排 6
孔，共 13孔，下方有一足，筝尾稍向上翘起，无

弦无面板，底板无孔［1］。

2. 贵溪仙水岩三号崖墓筝

贵溪仙水岩三号崖墓筝发现于 20 世纪 70 年

代，制作材料为梓木，与二号墓出土的筝外形相

似 ， 通 长 173. 5cm、 中 部 宽 17. 8cm、 尾 部 宽

21. 0cm［2］，筝头与音箱均有部分缺失，有一筝

足，尾部上翘，清晰可见 13个弦孔呈两排交叉分

布，里排 6 孔，外排 7 孔。无弦无面板，底板

无孔。

3. 吴县长桥筝

吴县长桥筝于 1991年 11月出土于吴县市长桥

村战国墓，通长 132. 8cm、首高 11. 7cm、尾高

7. 2cm、额宽 17. 6cm、尾宽 14. 7cm、首厚（中部

最厚处） 4. 3cm、尾部 （中部最厚处） 5. 7cm，［3］

外形长条似船形，筝首下方设有一足，共 12个弦

孔分两排排列，里排 6 孔，外排 6 孔，面板有弧

度，筝尾虽有部分残缺但上翘明显。虽然在此时

期的文献中并没有发现关于筝乐器具体形制的相

关记载，但通过对江西贵溪仙水岩崖墓和江苏吴

县长桥战国墓已出土的筝进行对比发现，这三件

筝均为梓木材质，并且在形制方面都为长条状、

宽度较窄、尾部向上翘起、构造基本相同。在弦

数方面，两件筝为 13弦，一件筝为 12弦，可见筝

在先秦时期已形成基本形制。

（二）两汉至隋唐时期

此时期出土的筝有：西汉长沙王后墓五弦筝、

广西贵县罗泊湾十二弦筝、隋唐时期十三弦筝。

1. 西汉长沙王后墓五弦筝

1997年，在西汉早期长沙王后墓出土了一件

五弦筝，此器全长 83. 5cm，有弦柄的一头宽

11. 8cm，另一头宽 12. 5cm，共鸣箱上圆下平。高

4. 5cm，面板厚 0. 8cm，底板厚 0. 5cm，边板厚

1. 5cm， 岳 山 高 0. 6cm， 宽 0. 9cm， 有 效 弦 长

6. 5cm，五弦，为实用乐器。弦距 1. 8～2. 2cm，

弦孔径一般在 0. 2cm 左右。底板为一整块木板嵌

入，在底板两端各有一孔，宽 3. 5～3. 9cm。长

6. 0～8. 0cm。有弦柄一个，总高 5. 1cm，柄下部

的銎为方形，宽 1. 3cm，柄上径 4cm，呈蘑菇状。

此器的两头髹黑漆，共鸣箱的面板无漆，在水中

泡得已经渐露木质的本色。有些部分面板与底板

贴在了一起。整体看，是为板面状的弹弦类

乐器［4］。

2. 广西贵县罗泊湾十二弦乐器

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十二弦

筝并不完整，只有一些残片。据记载：“琴表面髹

黑漆，现宽 23cm、厚 3. 5cm，存有一排十二个弦

孔。”［5］此孔向下未穿透，横向内侧呈直角拐出。

3. 隋唐十三弦筝

目前，我国还没有唐代筝出土，但日本正仓

院收藏了我国流传到日本的唐代残品筝。日本学

者岸边成雄将这个唐代筝的残片进行了复原，将

复原筝与上述已出土的筝进行对比，发现其修长

的形制与前朝相同，尺寸长度有所变长，弦数方

面有所增加，为十三弦，与《通典》记载的“清

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皆十有三弦”一致。

傅玄、贾彬、顾恺之和萧纲分别在各自的

《筝赋》中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剖状同形”

“端方修直，天隆地平”“矩制端平”来描述此时

期筝的特点。阮瑀在其《筝赋》中详尽写道：“笼

丝木已成资，身长六尺，应律数也，弦有十二，

四时度也，柱高三寸，三才具位也。”按照汉代尺

寸换算，该筝的长度在 138cm 左右，筝柱高 7cm
左右，十二根弦。从复原筝看，其长度达到了

190. 85cm，面板为弧形，十三根弦。《旧唐书·

音乐志》也有记载：“杂乐筝并十有二弦，他乐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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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三弦。”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筝为长条船状，木质，

十二弦与十三弦并存，两排弦孔。筝头下方有足，

筝尾向上翘起，底板无发音孔。两汉魏晋时期，

筝的基本形制为长条形，筝头方直，面板隆起底

板平直；五弦、十二弦、十三弦并存，从出土实

物看，此时期的筝只有一排弦孔。隋唐时期的筝

基本继承了早期筝的形制，弦数多以十三弦为主，

只是在长度和筝码的高度上有所改动。

二、辽代筝的形制特征

辽代诸帝多崇佛法，常以兴建寺塔作为礼佛

的重要方式，不仅在五京地区广建寺塔，也在各

州城多有营造。在这些辽塔之上常见手持乐器的

飞天形象，即所谓“乐伎”，这反映了契丹人以乐

舞、香、花等供养诸佛的宗教习俗，也体现了音

乐在辽代社会与信仰中的崇高地位。

尽管目前尚未出土辽代筝的实物，但笔者在

系统考察辽代佛塔乐伎图像时发现，多处塔身存

有弹筝乐伎形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图像所呈

现的乐器形制具有明显差异，为我们了解辽代筝

的多样形态提供了重要的视觉依据。

（一）朝阳八棱观塔伎乐砖雕中的筝乐器形制

八棱观塔位于朝阳县大平房镇八棱观村后的

小山上，是八角十三级密檐式砖筑。由于历年久

远，饱经风雨侵蚀，故多有剥泐，这幅弹筝乐伎

砖雕画面虽然不太清晰，但依然可见伎乐人，身

披飘带盘坐，将两头微垂的筝平放于身前，两只

手拂在琴弦上。这座塔上的筝乐器虽然看不清弦

数，但整体形制较为修长。（见图1）

（二）朝阳青峰塔伎乐砖雕中的筝乐器形制

青峰塔位于朝阳县西营子乡五十家子村西塔

山顶上，故项春松称其为五十家子塔。山下东面

五十家子村内有辽代安德州城故址，州置于辽圣

宗统和八年（990年），该塔展现了筝、横笛、排

箫、笙、拍板、箜篌、琵琶等伎乐。其中弹筝乐

伎头戴幞头盘坐在莲花座上 ，手中所持筝乐器的

形制也是宽度较窄，筝身修长，筝尾微微下垂。

（见图2）

（三）大宝塔伎乐砖雕中的筝乐器形制

大宝塔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凤凰山北沟的一座

小山上，塔名无考，现俗称大宝塔。该塔为方形

空心十三级砖筑，塔座中部束腰刻有莲花、火焰、

伎乐人，由于时间久远，有一部分砖雕已经丢失，

保留下来的只有筝乐伎、琵琶乐伎和排箫乐伎砖

雕。这组砖雕较为特殊，都为站立演奏。弹筝伎

乐人身穿袈裟，脖子上佩戴璎珞项圈，筝并没有

放于双腿上，而是放置于带有云纹的，类似今天

筝架的物体上。此件筝乐器的长度较短，筝尾下

垂。（见图3）

图1　朝阳八棱观束腰壸门乐舞伎乐砖雕

图2　朝阳青峰塔束腰壸门乐舞伎乐砖雕

图3　朝阳大宝塔束腰壸门乐舞伎乐砖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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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山西觉山寺辽塔伎乐砖雕中的筝乐器

形制

觉山寺塔位于山西省灵丘县，北魏初创，辽

代重建，是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塔［6］。塔上每面弥

座束腰壶门有三幅乐舞伎乐飞天砖雕，共计 24
幅，目前可以辨认的有舞蹈、排箫、琵琶、筝、

琴、笙、拍板、细腰鼓等 16幅使乐砖雕。该塔中

弹筝飞天盘坐在地将筝头放在腿上，筝尾放在较

低的“琴架”上，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砖雕中筝

的形制，筝的两头非常明显地向地面方向下垂，

筝身呈弧状。（见图4）

（五）云居寺北塔伎乐砖雕中的筝乐器形制

该塔建于辽重熙年间，位于北京房山云居寺，

与辽天庆七年的南塔对峙。北塔原名舍利塔，又

称罗汉塔，因其塔身染过红色，故又称红塔［7］。

这座塔上除弹筝砖雕之外还有三弦、方响、排箫、

拍板、大鼓、细腰鼓、羯鼓、琵琶、筚篥、横笛

砖雕，与《辽史·乐志》所载散乐器有“觱篥、

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

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8］

相互对应。此塔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辽代散乐形式。

这些手持乐器的伎乐人都穿着契丹服饰，壶门旁

边的舞者表演着“踏步舞”，展现出契丹草原民族

勇猛、健朗、豪放的气魄和奔驰在辽阔草原的美

感 （见图 5、图 6）。在云居寺北塔束腰壶门上有

两幅弹筝乐伎的砖雕，一幅正弹，一幅背弹。正

弹的乐伎身穿契丹服饰，戴有佛珠，盘坐在凳子

上，将筝头放在右腿上，筝尾放在带有璎珞纹的

“筝架”上，琴头与琴尾向地面微垂，琴身呈弧

状。将背弹的这幅砖雕进行线描（见图 7），筝头

放在腿上，筝尾置于“筝架”，筝的形制较为修

长、平直，与唐代筝的形制较为一致。

（六）辽宁鞍山海城析木金塔伎乐砖雕中的筝

乐器形制

析木金塔位于辽宁省海城市析木镇羊角峪西

山坡上。该塔为实心的八面十三级密檐式砖塔。

束腰部分每面有 2幅伎乐人砖雕，应有 16幅，现

存 8 幅，其中有 2 幅为弹筝乐伎。在第一幅砖雕

图4　山西灵丘觉山寺辽塔束腰壸门乐舞伎乐砖雕

图5　云居寺北塔束腰壸门乐舞伎乐砖雕

图6　云居寺北塔束腰壸门乐舞伎乐砖雕背弹

图7　线描云居寺北塔束腰壸门乐舞伎乐砖雕背弹         
（周桐舟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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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弹筝乐伎身穿齐胸长襦，站在筝头的水平方

向，双手抚筝进行演奏。筝身呈弧状，两头微垂

平放于云纹“筝架”上。第二幅砖雕中的伎乐人

则是坐在凳子上演奏。陈秉义先生认为此处展示

的是弹琴伎乐人［9］，但此砖雕中伎乐人所弹乐器

应是筝，有如下几点理由：首先，从乐器与人物

的比例看，该乐器较为修长，两头微微下垂，呈

弧状，并且乐器有一定厚度，乐器的下方用云纹

样式的架子支撑，这与第一幅砖雕和朝阳大宝塔

所雕刻的乐器摆放形式较为一致；其次，从演奏

角度说，弹琴者一般将琴直接放在身体的正中间

处，无需琴架等物体支撑，该砖雕中的乐伎人坐

在了偏靠筝头的位置，是弹筝最常见的坐位方式。

（见图8、图9）

三、演奏形态考析

尽管通过文献记载、出土实物与砖雕图像的

互证，可大致还原辽代筝的形制轮廓。然而，筝

的内部结构与具体尺寸仍难以精确复原。大量图

像材料直观展现了筝的形制演变与演奏实态，为

我们探讨辽代筝的演奏方式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演奏姿势

从先秦时期的绍兴 306 号墓中出土的弹筝明

器［10］（见图 10）与战国早期的长沙杨家湾 6号墓

出土的筝伎乐俑［11］（见图 11）看，早期弹筝人应

为跽坐，将筝头放置于双腿之上，筝尾平放于地

面。至汉魏南北朝时期，筝的演奏姿势也都为跽

坐。唐代李寿墓石刻壁画中刻有坐部伎和立部伎

乐队，坐部伎中弹筝人亦为跽坐。但如上述 8 幅

砖雕显示，跽坐演奏的姿势在辽代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盘坐、站立与坐凳三种主流姿势。

将汉唐时期弹筝图像进行梳理发现，除跽坐

演奏姿势外，还有盘坐演奏姿势。如莫高窟第

112窟报恩经变图［12］与第 331窟飞天伎乐图［13］中

的筝伎均为双腿盘坐于地。朝阳八棱观塔、朝阳

青峰塔、觉山寺塔、云居寺北塔中的乐伎均为盘

坐演奏。朝阳大宝塔与海城析木金塔上的弹筝伎

乐为站立演奏，此种演奏姿势应来源于唐代立部

伎。云居寺北塔与析木金塔中弹筝乐伎则坐在凳

子上演奏，这与唐代《宫乐图》中弹筝者的坐姿

相同。可见辽代弹筝者继承了唐代盘坐、站立、

坐凳三种演奏姿势。

图8　析木金塔束腰壸门乐舞伎乐砖雕

图9　析木金塔束腰壸门乐舞伎乐砖雕

图10　绍兴306号墓明器图

图11　长沙杨家湾6号墓伎乐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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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筝体摆放

辽代弹筝的摆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置于

双腿之上；二是架于器物之上；三是手持。

在多数图像资料中，筝头置于演奏者盘坐的

双腿上，筝尾则由支撑物承托。除觉山寺砖雕使

用方形物体承托筝体外，其余支撑物多饰以莲花、

云纹等图案，形制已趋统一，可视为早期筝架的

雏形。这类装饰性支撑物的普及，表明辽代已出

现具有一定规范性的辅助器具。除了上述筝体摆

放形式，还有一种为将筝体平置于两个长条支架

之上的摆放形式，这两个支架的形制与现代筝架

高度相似，便于演奏者发挥。

青峰塔砖雕呈现较为特殊的斜抱姿势，演奏

者将整件乐器环抱怀中。这种斜抱姿势与唐代李

寿墓中立部伎的持琴方式一致，其演奏形态类似

今日的吉他演奏。

从演奏姿势与摆放方式看，辽代筝乐演奏趋

于成熟与多样化。跽坐姿势因稳定性差、易使演

奏者疲劳而逐渐被淘汰；盘坐姿势契合游牧民族

席地而坐的习惯，适应性较强；而坐凳并使用支

架的方式最为稳定，不仅能减轻演奏者的身体负

担，还能使筝体共鸣充分、音响效果更佳。

（三）演奏形式

辽代筝的演奏形式分为合奏、独弹、对弹

三种。

合奏是筝演奏的常见形式。白居易曾在《霓

裳羽衣歌》中写道：“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

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从

中可见筝与箜篌、觱篥、笙等乐器合奏情况。由

于辽代资料匮乏，并没有太多文献显示筝的合奏

情况，但筝隶属辽代散乐队和大乐队，应与乐队

中的乐器一同合奏。

独弹即独奏，筝独奏是辽代弹筝特有的表演

形式。早在秦代时，筝被逐出礼乐；在汉代时，

筝加入乐府；在唐代时，筝只能用于宫廷宴饮中

的清乐；在宋代，群臣对是否废弃筝展开了激烈

的讨论。这些都充分证明筝以“俗乐器”的身份

居于中国古代音乐中。《辽史》记载，皇帝生辰乐

次“酒一行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

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四行阙。

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酒六行筝独弹，筑

球”［14］。除了皇帝过生日，曲宴外国使臣时也会

用“筝独弹”［15］。这些都可证明，筝在辽代是一

件非常受重视的乐器。

对弹即为两个筝伎面对面弹奏，这一演奏形

式可见于云居寺北塔上的背弹筝砖雕。辽塔中除

了这幅背弹筝外，演奏乐器的伎乐人都是以面部

示人。笔者最初以为这是修建佛塔时被赋予的特

殊意义，但查阅了众多佛教资料后并没有找到合

理的解释。后来再仔细观察这幅图后发现其中的

伎乐人并不是在整幅砖雕的中间位置进行演奏，

其演奏位置十分靠右。该砖雕上共有两位伎乐人，

这是所有辽塔乐舞伎乐砖雕中独一无二的现象。

砖雕右侧的乐伎盘坐在凳子上，将筝头放在腿上，

琴尾置于“筝架”，从演奏者上半身的姿势可以推

断，这个乐伎低着头右手弹奏，左手呈按弦状。

筝的形制是较为修长、平直的，与唐代筝的形制

较为一致。砖雕左侧伎乐人的形象虽然非常模糊，

但右侧手臂弯曲十分明显，并与右侧人物的手臂

角度高度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砖雕左侧伎乐人

也应该是弹奏的姿势。这幅砖雕中只出现了一件

筝乐器，并且是置于背弹者的腿上，那么两者弹

的究竟是同一件乐器还是另有乐器？对中国古代

筝乐器的演奏形式进行了梳理，发现筝的演奏形

式无非就是独奏、为歌者伴奏或是与其他乐器合

奏，任何图像资料都没有显示两人弹奏一台筝的

情况。《焚椒录》记载，辽代宣懿皇后萧观音的婢

女单登常与乐工赵惟一比拼弹筝技术，因皇后不

赏识自己而心生怨恨。皇后知道后便召她对弹

《四旦二十八调》。但文章没有详细说明二人是否

在同一台筝上对弹。笔者认为，皇后萧观音与婢

女单登对弹时应该各持一只筝，原因如下：首先，

中国古代封建制度十分看重君臣之礼，尊卑有别，

皇后和婢女不会在同一件乐器上演奏；其次，两

人对弹二十八调是要比试谁的筝技更胜一筹，若

是在一台筝上对弹，其中一个人所弹的音阶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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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正常的音阶排列相互颠倒，这样就无法公平

公正地区分胜负。仅从这件砖雕上只出现一件乐

器来看，这种“对弹筝”的形式也许是辽代产生

的与“筝独弹”相对的特殊演奏形式。辽代筝乐

不仅在形制上承唐启元，更在演奏姿势、摆放方

式与音乐形式上展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时代特

点，体现了契丹文化对中原乐器的吸收、改造与

再创造。

四、演奏场合

（一）宫廷用乐

1. 大乐

“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用之朝

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16］辽代的大乐用于

朝廷，是宫廷宴享仪式用的音乐，又有别于雅乐。

大乐虽不像雅乐那样有固定的程序模式，但也具

有庄重典雅的特点，具有一定的观赏性。晋高祖

时期，契丹—辽不仅从后晋获得了散乐，也得到

了演奏大乐时所用的乐器。《辽史·乐志》记载：

“大乐器……玉磬、方响、搊筝、筑、卧箜篌、大

箜篌、小箜篌、大琵琶、小琵琶、大五弦、小五

弦、吹叶、大笙、小笙、篥、箫、铜钹、长笛、

尺八笛、短笛。以上皆一人。”［17］统和元年圣宗册

封天皇太后时，曾使用包括筝在内的大乐乐队引

导皇太后的轿辇至金銮门；天庆元年，天祚皇帝

上寿仪时，筝与箜篌、琵琶等乐器组成的大乐队

也进行了表演。

2. 散乐

散乐于后晋天福三年传入契丹—辽，其内容

包括大量歌舞、杂剧角抵等。散乐采用了汉乐府

遗留下来的节目，主要用于册封仪式、宴飨仪式。

散乐中使用的乐器有：“觱篥、箫、笛、笙、琵

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杖鼓 、第二鼓、第

三鼓、腰鼓、大鼓、鞚、拍板。”［18］《辽史·乐

志》详细记载了皇帝生辰与曲宴宋国使臣时的乐

次，筝都作为独奏乐器应用于表演当中。

（二）佛教用乐

“佛教从发源地印度经印度西北的安息、大

夏、大月氏康居等国，越过葱岭，沿丝绸之路传

入西域的龟兹、于阗等国，最后逾玉门关、阳关

等地传入中国内地。”［19］辽代佛塔上有许多手持乐

器的飞天形象，我们称之为乐伎。契丹人将乐舞、

香、灯、花等供养给“佛”，可见音乐在契丹人心

中具有崇高的地位。笔者在考察辽塔的过程中发

现，有众多塔上都有弹筝乐伎，如在辽宁朝阳北

塔、黄花滩塔、八棱观塔、北京云居寺塔、山西

觉山寺塔上均有筝乐器砖雕，充分体现了筝乐器

在佛教音乐中的重要地位。

五、筝人与筝事

筝在辽代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形制与奏法的 
演进上，亦与特定历史人物的音乐实践紧密相连。

对辽代筝人群体及其相关事件的考察，是理解筝

乐在辽代社会文化中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的关键

路径。目前文献所见的辽代筝人共3位。

一是萧观音，辽道宗耶律洪基的宣懿皇后，

萧惠之女，其容貌端庄大方，因长得像观音菩萨，

所以得小字“观音”。萧观音自幼受中原汉文化熏

陶，喜好诗书，创作了《伏虎林应制》《回心院》

等 15首传世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内容与手法在

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被道宗誉为

“女中才子”。不仅如此，萧观音还通音律，擅长

自制歌词、弹筝和琵琶。辽代史官王鼎曾在《焚

椒录》中记载萧观音：“复能诗歌，弹筝琵琶尤为

当时第一。”可见萧观音的筝技十分高超。

二是单登，原为耶律重元家婢，重元叛乱失

败后被收为宫婢，善弹筝和琵琶。《焚椒录》记

载：“宫婢单登，固重元家婢，亦善筝及琵琶，每

与赵惟一争能，怨皇后不知己。皇后知道后便召

见单登与她对弹了二十八调，但单登的筝技确实

不如皇后，愧耻拜服。于时，上常召登弹筝。”单

登的筝技虽不如萧观音，但她能与萧观音对弹二

十八调及常常为皇上耶律洪基弹筝，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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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具有一定的弹筝水平。

三是赵惟一，辽道宗时期的伶官，擅长弹筝

和琵琶，也是宣懿皇后身边唯一能够演奏《回心

院》的人，因此深受皇后赏识。

契丹—辽是由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由于长期与北宋对峙，在文化上有一定的交融，

契丹—辽代对国家进行了“两院制”管理，依靠

中原先进文化，援引中原的法度强化皇权。后妃

及贵族都对中原汉文化十分仰慕，苦学中原文化，

目前流传的许多辽代诗词歌赋都以汉字写成，其

内容具有很高的中原文化造诣。在音乐方面，契

丹—辽大量收集中原乐器及乐谱。筝作为汉族特

有的乐器很早就传入契丹—辽，成为大乐及散乐

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辽史·乐志》和《绿水亭

杂识》都提到宴请宋国使臣时以筝曲相待。筝独

奏作为宴请活动中的指定节目，体现了帝王对筝

乐器的重视，独奏也反映了当时筝的表演形式更

加趋于完备。不仅如此，皇后萧观音、宫婢单登

的弹筝技艺也十分高超，足以说明筝在当时社会

的流行。

《焚椒录》作者是王鼎，字虚仲，涿州人（今

河北），他为人非常正直，人有过，必面抵之。寿

昌初年升为观书殿学士，后因怨恨上不知己而获

罪，被流放于镇州。流放期间著成《焚椒录》，是

辽代留存至今的唯一一部传记文学作品。《焚椒

录》虽不是官书，但是记录了翔实可靠的信史，

补充了《辽史》对宣懿皇后诗文的失载，以及诬

案之疏漏的不足，其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耶律洪基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加尚书令，进封燕

赵国王。兼天下兵马大元帅，知惕隐事，预朝

政。”［20］因为爱慕萧观音贤淑，于是纳她为妃。咸

雍末年，萧观音因谏猎秋山被皇帝疏远便作《回

心院》词十首。“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

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21］

这是《回心院》的最后一首，前句“莺声燕语”

表达了昔日与皇上的爱恋之情，从中透露了筝的

声音特点十分清脆，可与莺的叫声相比拟。后句

体现了筝常用来弹奏房中乐，配合窗外的风雨声，

弹尽惆怅与哀思。这表明筝的音响是具有很强塑

造性的，既可以弹奏清脆动人的声调，又可以弹

奏哀愁催泪的声调。这首词被加以管弦配乐之后，

除了伶官赵惟一以外，没有其他伶官可以演奏，

所以皇后非常赏识他。宫婵单登常与赵惟一争高

低，怨恨皇后不欣赏自己，皇后知道后便召见单

登并与她对弹二十八调，相比之下她的筝技确实

不如皇后。单登的妹妹清子是教坊朱顶鹤的妻子，

与耶律乙辛私通，单登每每与清子诬告皇后与赵

惟一，耶律乙辛皆知晓，二人都对其颇有怨恨，

耶律乙辛命人作《十香词》，让单登骗萧皇后说是

宋国皇后所作，十分喜爱中原汉文化的萧皇后不

知道是计，抄录了一份并在纸后书写了自己所作

的七言绝句《怀古》，诗曰：“宫中只数赵家妆，

败雨残云误君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

昭阳。”耶律乙辛借此向皇上上书《奏懿德皇后私

伶官疏》，描述了萧观音与赵惟一偷情的过程：大

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根据外直别院宫婢单登以

及教坊朱顶鹤供认，伶官赵惟一与本坊人内承直

（官名）高长命私自来往，因为弹得一手好琵琶，

所以被召见入内，仗恃皇后恩宠，冒犯明令禁止

的法礼，一心想伺候懿德皇后御前。

疏忽于咸雍六年九月，皇后驾临木叶山，赵

惟一称懿德皇后召他入内弹筝。当时皇后将御制

《回心院》曲十首，令赵惟一作调。从早到晚，调

做成了，皇后向帘下看，随即隔着帘子与赵惟一

对弹。到了晚上便点亮烛火，命令赵惟一脱掉官

服，身着绿巾、金抹额、窄袖的紫罗衫、脚穿珠

带乌靴。皇后身穿紫金凤衫、杏金黄缕裙、头戴

百宝花簪、脚穿红凤花靴，令赵惟一重新搁置内

帐，对弹琵琶。两人一会饮酒一会弹琴，直到院

鼓敲了三下，命内侍出帐……后来皇后再传召赵

惟一，他都不敢入帐，皇后十分想念他，便将

《十香词》赐给他。道宗犹豫不决，有人奏报《怀

古》诗中含“赵惟一”三字，辽道宗听后非常生

气，于是赐萧观音自尽。萧观音的一子四女跪地

乞求代母受死，也被道宗严厉训斥。萧观音虽然

知道被人所害却又无力回天，于是挥笔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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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命词》，和筝而弹，弹毕，用白练自缢，年仅

36岁。

六、结语

通过对辽塔砖雕中筝乐器形制的分析，可确

定辽代筝存在两种主要形制：其一为筝身平直修

长；其二则为两端微垂、筝身呈弧形的形制。该

类弧形制可能为契丹民族所创制。

在功能与文化定位上，辽代筝虽承后晋旧制，

却被赋予了更显著的娱乐属性与礼仪功能。其用

于大乐、散乐等场合，尤其是在重大庆典中设立

“筝独弹”环节，彰显了统治者对筝乐的推崇与重

视，为筝赋予了更强的“娱乐性”。筝不仅是礼乐

之器，更是契丹—辽多元音乐文化中兼具艺术表

现与民族特色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形制、演奏及

功能的多维考察，可窥辽代筝乐在继承中原传统

基础上的民族化创新，同时也为理解辽代社会文

化与音乐艺术的交融提供了关键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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